企业家和发明家如何赢得社会
自从《世界是平的》问世，“大科普”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近年来，《黑天鹅》《失控》《自私：生命的游戏》等都是做了精彩反思的“大科普”。它们之所以受到极广泛关注，是因为它们集中探讨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，这是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大问题，作者都是意识到西方传统思想的不足，并为此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视角和启示。
数个月前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因成为中国内地首富，又风光了一把，尽管他表示没什么感觉，连小区首富也不想做，可媒体不盯住他又去盯谁呢？据说马云小时候学习成绩平平，但他面对不确定世界可谓如鱼得水。不确定世界的游戏规则与确定性世界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在数学学校的同学邵亦波曾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，数学竞赛通常都是第一名，在哈佛还拿全额奖学金。后来他回国创业，成绩不俗。尽管他比我这个书呆子强得多，但在商业上还是不如马云成功。马和邵赚钱的目的比享乐高出一个层次，即掌控和改变社会的雄心。“改变世界”也是乔布斯一本传记的名字。
世间有的是不乏深刻思想的精英，他们提出很多解释和创见，但有幸能改变世界者寥寥无几；更要紧的是，这种改变（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）未必带来的都是正能量，而且也往往背离了本人的初衷。最近读到施尔玛赫的《自私：生命的游戏》，加深了我对这方面的思考。
在农业时代，有影响力的思想集中于宗教、伦理和教育；在工业时代，则变成政治、法律、管理和经济（可能有一个例外是弗洛伊德主义，这曾是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，但在今天却因缺乏科学依据而日渐式微，几乎变成文艺作品了），进入信息时代后，经济学和IT业的影响日益显著，以至于除了传统的诺贝尔奖以外，还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（正说明诺贝尔时代经济学影响还不大）和图灵奖。赫伯特·西蒙是迄今唯一获得这两大奖项的人，电子计算机和博弈论之父冯·诺伊曼英年早逝，否则也必然会获得这两个奖。而在其他领域如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史学、地学、美学等，就没有地位如此之高的荣誉。理由很简单，尽管那些领域里大部头名著也层出不穷，但与计算机和经济相比，“解释”远多于“改变”。比如现在人人都说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，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范围，难度很大，一个著作等身的教育家面对一个熊孩子恐怕都无能为力。对此，《西游记》其实早就有过暗喻：唐僧无法用高深的佛法感化妖怪，还得孙悟空的金箍棒帮忙。
毫无疑问，任何一种产业的迅猛发展，都对人类社会的思维、生活和价值观念产生极其重大的永久性改变。就像农业破坏了生态（很多历史遗迹如西域、阿拉伯半岛、撒哈拉都由绿洲变成了荒漠），工业带来了环境污染与核战争的威胁。那么如今的信息业呢？正当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，信息业已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，尽管我们无意或有意忽略。凯文·凯利的《失控》是对当代文明进行全方位反思的深入之作。媲美《失控》的《自私：生命的游戏》，又给了我们一剂清醒剂。
谈到西方文化，不能不提柏拉图，此公在西方的地位和境遇与中国的孔夫子差不多。任何人都有局限性，无论谁的主张得到过度宣扬就会带来种种问题，柏拉图也不例外。柏拉图相信存在绝对的、永恒的理念世界，认为理想国家的领导者最好是“哲学王”。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文艺复兴就是沿着他和其他几个人的思路提出了理性主义，导致欧洲科学技术长足的发展。但是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两个非常巨大的不同，自然界是先于人类、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；其次，自然界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，突变只是小概率事件。人类社会就很不一样。历史证明，一个学说是有可能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。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喜欢把哲学挂在嘴上，写出一本本著作，似乎柏拉图的哲学王就要实现了，理想国就要实现了，然而经济危机加重，两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世界是如此纷扰，没有变得更加美好。
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和哲学王的理念提出了质疑，他的质疑确实有些价值。如今，尽管哲学不会过时，但哲学王却真地过时了。信奉波普尔哲学的有今天十分出名的索罗斯、塔勒布等人。塔勒布的那本广受好评的《黑天鹅》强调了突发事件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重要性，然而却总是被预测的数学模型所忽略。其实，19世纪末的庞加莱等人发现，即便在物理学这种柏拉图主义可大行其道的世界中，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，量子力学又大大加强了这种信念。但是，就宏观自然界来说，与人类社会相比，这种不确定性要弱得多，而与人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人类社会特有的不确定性，被称作“风险”。可以说塔勒布偏宏观，而施尔玛赫偏微观。显然，社会的不确定性一旦被确认，人们越发关注当下，而不是遥远未来的理想，这是好事，但施尔玛赫说的另一个现象还顽固地存在着，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。
施尔玛赫对理性人的假设提出了有力的质疑。显然，这100多年来，我们看到了各种技术眼花缭乱的飞速发展，但对于人自身却有着巨大的困惑：疾病研究进步较慢（与信息技术相比而言，如癌症，艾滋病，埃博拉）；意识研究几乎原地踏步；道德水准经常反复。从医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、伦理学的角度很难改变人类（医学还好一点），但是经济学却做到了，经济学用的什么法宝？施尔玛赫指出，经济学换了个角度，用博弈论等数学化语言，从理性人假设着手，研究人的行为。理性人假设说的是，人总是无时不刻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这是比较学究的说法，通俗地说人是自利的，甚至是（难免）自私的。这个理性人假设在微观经济学中，就像是几何学中的公理。经济学家围绕这一假设，建立了宏伟的微观经济学体系，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。所以说，在改变世界方面，经济学确实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做的多。
问题在于，既然是“假设”，那就不一定成立，而且考虑到如果会影响社会和我们的生活，就更需小心。然而事实是，成立与否确实值得探讨，但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就像遗传学和进化论这种纯自然科学，不幸被发展成“优生学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而弗洛伊德被心理科学基本抛弃、然而却成为文艺的香饽饽一样。施尔玛赫问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正被卷入怎样的游戏？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导致了一副可怕冷漠的场景：一个新的社会怪物正在逐渐成长起来，它身上充满自私自利、猜疑和恐惧，只懂得对他人作最恶劣的揣测，人们口中吐出的，再没有半句实情。尽管信息时代大大拉近了人与人的联系距离，但是心与心的距离却变大了，这是因为后者不是技术解决的范畴。人类失去了心灵导师、精神榜样，英雄落寞了，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。
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，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轴心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，一直存在四类人：一是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，小至工人农民，大到企业家和发明家；一种是推动精神文明的人，如孔子、佛陀等，当然舍身为公的一些底层的人也是，这两类人成为社会的主流；第三种是具有特殊才智的，如文学艺术家、棋手、运动员、科学家等，没有这些人社会也不至于崩塌，但由于他们的存在为人类文明增光添彩，所以还是会受到尊重和嘉奖；第四类人是扰动社会的，大到独裁者，小到江洋盗匪、地痞流氓、各种犯罪分子。当然，具体情况比较复杂，比如秦始皇是第四类人，也是第一类人（这是他的功绩所在）；鲁迅、托尔斯泰、爱因斯坦主要第三类人，也算是第二类人，爱因斯坦与第一类人也沾边，他没想到自己的质能公式这么快就开辟了核时代。
自古希腊以来，数学公理化运动的辉煌成功，以及后来牛顿力学在预测海王星位置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准，使社会科学家也想在社会和人身上做同样的事。他们描绘的图景，就是从尽可能简单的假设出发，尽可能多地解释各类现象。理想是美好的，然而事实上是，这种在数学、物理学干净利落的做法，在人和社会这种复杂度很高的对象上出现难题：解释不一定正确或有成效，改变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几乎在博弈论诞生的同时，逻辑实证主义也被大力宣扬。这种实证主义和理性人假设的结合，堪称现代社会的大功臣，同时也是罪魁祸首。企业家和发明家赢得了社会。独裁者被消除是一大进步，权力终于被关在笼子里；无处不在的监控探头和DNA检验，有效地打击了犯罪分子。这是理性人假设了不起的成就，相比而言，有过“性善”“性恶”之争的中国古代没法进行制度建设，而是陷入了朝代更替的轮回中。
所以，现代社会在逐步消灭独裁方面像是下了一剂猛药。如今，任何一个举动都可以被认为是炒作、怀有某种目的，于是人就再也不单纯，看到老人躺地上却不敢扶。实证在很多场合无疑是困难的。实证主义把那些不能实证或难以实证的东西（比如上帝是否存在）当成伪命题，可以不去理它。事实上，实证主义这把剃刀把世界简单化了，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，我们既然不可能真地获知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那么干脆使用理性人假设，使我们可以怀疑任何人的动机，我们再也不轻易相信谁，这固然保护了自己，但一个处处防范、时时警惕的社会哪里有温情？
发明家是第一类人的典型，最终赢得社会离不开机器的发明。机器改变世界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巨大。发明电冰箱、洗衣机或微波炉，甚至火车和飞机，也主要是给生活提供方便，但随着发明的深入，机器开始改变人类自身，甚至在逼迫人类做出某种让步。比如照相机的发明，使得写实的绘画风格就遭到了冲击，画家们不得不追求超现实主义；电视机、手机和互联网、机器人的发明，影响就更为巨大，手机给大家带来了社交淡薄和隐私安全的诸多麻烦。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是不折不扣的第三类人，1997年他在与深蓝较量时惨痛落败，这使得国际象棋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如今新科状元、天才少年卡尔森已几乎无人知晓。前些日子比尔·盖茨与卡尔森比了一场，盖茨没走几步就输了。作为第一类人的精英，盖茨的影响力非任何棋手可比，盖茨的输棋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叫卡尔森的挪威人，他或许想挽救一下国际象棋的魅力，但肯定收效甚微。

总之，有了“理性人假设”这副有色眼镜，人们会习惯地认为第二类人或第三类人不是“虚伪”就是“傻瓜”，但诚信的缺失比文化的衰落更必须引起重视，所以，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是多么重要啊！
理性人假设、实证主义以及发达的信息技术联合，造就了今天的新人类，他们高举法律而忽略道德，崇尚技术而轻视文化，只要契约无需人情。为了说明信息技术起到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只要注意过去那些负面的东西，都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地传播出去，而网络最吸引的人群必定是年轻人；此外，施尔玛赫还指出，由于大数据时代使得个人隐私更加容易曝光，所以人就变得愈加警惕。这就是网络的传染病，所以有人提出要净化网络。此外，网络还以各种方式诱惑人们消费，信息时代的代价是：大大加速了人的物化。丰富的人性被挤压，人们盲目地追求一些东西，并偏离了他本来的目标，什么都要攀比：教育资源、住房、购车……在怀疑和相信之间，人们宁可选择怀疑，以至于连过去稳定的家庭关系也遭到冲击。最近十年来的新现象是，技术更是“绑架”了社会。过去的很多发明真正给人们带来便利：洗衣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话、汽车，以及后来的手机。但是现在的部分技术不是为人类带来便利，而是“绑架”我们特别是年轻人，你不熟悉这个就要OUT。
今天的世界是“快世界”，此前的社会从来没有过，造成“快”的原因纯粹是IT人员和CEO的功劳。他们每推出一种新的电子产品，就在社会上产生热浪；除此之外还有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。紧跟着他们的是流行文化。其他领域想快也快不了，或者仅仅是一种“虚快”。文化也大受影响，现在培植了娱乐、快餐文化，缺乏有点深度的作品。娱乐这个东西不是不好，但也不应只有这个。今天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无疑最大，但它过于突出自己的贡献而反思却做得很不够。
有时我在想，这真是很好的一件事吗？

单纯的快世界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规律，至少这个社会必须分成快世界和慢世界，就像卡尼曼把思考分成快与慢一样。快世界不能将慢世界“绑架”了，慢世界也不该无动于衷，而应与快世界协调。
《黑天鹅》《失控》《自私的基因》《自私：生命的游戏》《随机致富的傻瓜》《娱乐至死》《文化向技术投降》等都是做了精彩反思的优秀著作，作者大都意识到西方传统思想的不足。尽管不能说他们有本事看清人类社会的最终命运，但还是很有启发。我们决不是要否定柏拉图，而是说光有柏拉图的理念还是远远不够的，不足以应付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。施尔玛赫告诫我们，人的社会属性是可以被社会甚至是理论改变或塑造的。理性人假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，但它也具有负作用。
关于理性人假设，关于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，看来都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其实，一些对预测持较肯定态度的著作《预知社会》《定价未来》《大数据时代》《链接》《爆发》等也极有意思。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及切入点的不同，我们不能说那些看似矛盾的观点谁一定是对的，谁一定是错的。对此应该保持清醒，重要的是我们活生生的世界，书则提供了各种视角和启示。
也许我们正在步入文明2.0或文明3.0（如果文艺复兴算文明2.0之开始的话），颇像轴心时代之前，当然这决非历史之简单重复。现在的人生活在一大堆给自己带来便利的机器中——不要说洗衣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视机、汽车、计算机或手机，即使是自来水、抽水马桶，也是了不起的发明，但有谁会去感恩呢？不懂得感恩的社会毫无希望。在经历了混乱、茫然的调整和转型之后，人类为了长期生存与和谐发展，一定会再次走上精神富裕之路，这条路不同于过去的有神论。第一件事就是懂得感恩，有了感恩才会有爱，有付出。

在这样的正能量里，也包括一批警示我们的优秀著作的功劳。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田廷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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